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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昱

“逆城市化”没到时候

眼下，对于中国“逃离北上
广”思潮的解读，最流行的说法莫
过于：中国已经开始“逆城市化”。

所谓“逆城市化”，指在城
市化的后期，由于大城市城区
人口过于密集、就业困难、环境
恶化、地价房租昂贵、生活质量
下降，引起人口向环境优美、地
价房租便宜的郊区或卫星城迁
移。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逆城
市化”潮流，发生在上世纪80年
代左右的美国，当时，有钱的中
产阶级纷纷搬离拥挤的城市，
住到城郊的别墅中去享受，只
在上班或购物时才涌回城市。

但仔细比较，不难发现“逃
离北上广”与这种逆城市化的
不同：首先，美国逆城市化的进
程是由社会的最上层发起的，
他们“逃离城市”的最大动机是
花同等的钱在郊区享受更好的
生活。而中国的“逃离北上广”
则不然，有此“怨念”的大多是
二三十岁、还处在奋斗期的小
白领，如《我为什么选择离开》
一文所述，他们“逃离”的理由
只 是 为 一 些 基 本 的 生 存 需
求——— 结婚买不起房，孩子上
不了学。这和上世纪80年代的
美国人“为了享受而离开”有着
天壤之别。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美国
当年的“逆城市化”人群在离开
城市后，其实并没有割离与原
城市的联系，他们只是在卫星
城或城郊居住，上班和创业依
然驱车前往原城市。反观如今
中国“逃离北上广”的青年们，
却是一副“断舍离”的态度。早
在2013年，《潇湘晨报》就曾做
过一次调查，发现在有过“逃
离”行动的受访者中，仅有
1 . 43%的人是“逃”到了大中城
市的郊区。与藕断丝连的美国
精英“逃离者”相比，更需要大

城市机会的中国年轻人却走得
如此决绝，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种种迹象表明，如今中国
的“逃离北上广”与欧美国家仍
方兴未艾的逆城市化是两种完
全不同的现象。那么，人类历史
上有没有发生过与中国当下类
似的情况呢？

有的，而且不止一次。

相似故事的不同结局

我们迁往大城市的历史，
远比一般人想象的久远得多。

早在古罗马时代，地中海世
界已经开始了第一轮城市化热
潮。当时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城
人口之众多，不仅前无古人，而
且千年以后才有来者。由于罗马
只统计成年男性公民的数量，所
以罗马城到底有多少人口从没
有确切的数字。现代多数历史学
家相信在公园二世纪，罗马城人
口至少有120万之巨。

然而，这座辉煌的巨型城
市，却是一个“过度城市化”病
的患者。由于当时的技术水平
无法支撑如此庞大的人口数
量，这座城市因过度膨胀开始
出现各种弊病，城内拥挤不堪，
瘟疫横行；罗马皇帝奥勒良当
政时代，仅仅一场大瘟疫，就让
该城的人口降到50万。到了罗
马帝国后期，为了逃避这座巨
型城市所带来的瘟疫和混乱，
人们开始纷纷“逃离罗马”，平
民们到乡间开垦农田，贵族们
则修建城堡，发展自给自足的
庄园主经济。西罗马灭亡后，五
世纪末的罗马大概只有五万居
民，到了公元550年，罗马城内
只剩下了2 . 5万人还在生活。

在罗马衰亡后，欧洲有近
千年的时间没有出现人口上百
万的大型城市。1700年，英国伦
敦号称欧洲最大的城市，但其
常住人口也不过60万人。然而，
紧随而来的工业革命改变了这
一切，随着工厂的开办，大量人
口开始向有限的几个大城市聚

集。1800年，伦敦人口已经达到
110万，接近罗马城全盛时期的
人口，随后一路狂奔，至1900年
达到了650万人。城市化的狂潮
也在同时代席卷其他西方国
家。以纽约中心区曼哈顿为例，
1790年曼哈顿仅3 . 3万人，到
1910年达到233万人。

然而，当城市人口迅速膨
胀时，曾经困扰罗马的梦魇似
乎再次降临。尤其是对于那些
奋斗在底层的平民来说，社会
贫富差距拉大，环境污染严重，
死亡率上升，更是大城市给他
们带来的噩梦。马克思在《资本
论》中曾深有感触地描绘那时
的城市：“在伦敦，拥有万人以
上的贫民窟约有20个，那里的
悲惨景象是英国任何其他地方
都看不见的，就说是地狱生活，
也不算过分。”

于是，在19世纪末至20世
纪早期，受够了的人们开始出
现了一波“逃离纽约”“逃离伦
敦”的热潮，英美各大城市的
人口在这一时期都出现了增
速减缓甚至下降。英国伦敦从
1900年的650万人降到了1920
年的600万。而曼哈顿人口则
从峰值的233万一路下滑，到
1 9 8 0年已减少到 1 4 2万，到
2010年，曼哈顿人口恢复到
158 . 6万人，仍然比巅峰时期
人口少了70多万。

看上去，伦敦和曼哈顿似
乎要重演罗马当年的悲剧，但
历史没有重演。与中心城市人
口减少背道而驰的，是同时代
英美的城市化率却在直线上
升。那些从中心城市出走的人，
在各地建立了新的城市。比如
世界闻名的电影城好莱坞、飞
机城西雅图，都是那个年代从
纽约等东海岸大城市出走的各
种专业人士创建的。在这些新
兴城市的助推下，英美迈过了
城市化率50%的门槛，形成了星
罗棋布的工业带。时至今日，英
美依然是世界“大城市病”解决
得最好的国家，纽约和伦敦中

心区域的人口都未超过千万。

让“逃离”变为“播种”

同样是因为不堪拥挤而要
“逃离大城市”，古罗马城上演
的是一出城市过度膨胀后猝然
崩溃的悲剧。近代英美大城市
流散而出的人口，却如同种子，
播撒在各地后生根发芽，成长
为新的城市。两个相似的故事
为何有不同的结局呢？

问题关键在于两者制度设
计的不同。

在罗马早期，其实也曾有
过在各地“播种”新城市的良性
循环。然而，这种循环在其由共
和国向帝制转换时被突然打断
了——— 出于政治上的考量，帝
国统治者们开始给罗马城内的
公民各种优惠政策，居住在罗
马城的人可以享受到比别处好
得多的娱乐、医疗等福利，甚至
是“免费的面包”。在共和国末
期，居住在罗马城的贫民们可
以半价买到粮食，到了公元一
世纪，皇帝干脆免费向贫民供
应必需的食品。在罗马城的全
盛期，至少有30万人靠免费食
物过活，这些底层平民们明知
如果继续生活在这座城市，将
一辈子只能在底层挣扎，却不
愿意放弃身为罗马市民免费领
取食品的特权，当大批民众被
这种“城市特权”锁定时，偶有
几位出走者也无法独立创造新
城市。相反，越来越多的劳动力
向罗马城的定向聚集，吸干了
帝国境内其他城市的活力。最
终，罗马城也因不堪重负而轰
然崩溃。

与罗马的故事相反，近代
英美不存在罗马式的“特权城
市”，大城市中上至精英阶层下
至底层蓝领，当感到城市拥挤
和竞争激烈时，可以毫无牵挂
地远走他乡，去环境更为宽松、
资源更为廉价的新城市寻找机
会。而由铁路、公路、港口等基
础设施构成的近代交通网，也

为这种城市的“播种”提供了便
利，从而形成了良性循环。

道理再明显不过了，如果
对资源的分配能相对平均，人
们就不会有对大城市“逃还是
不逃”的苦恼了。

即便在现代，世界上很多
城市依然患着“罗马病”：巴西
的里约热内卢、墨西哥的墨西
哥城，甚至法国巴黎，这些城市
都以聚集了过量的人口而闻
名。为什么人们宁愿忍受这些
城市的高房价、污染严重、拥堵
等诸多困扰，嘴里成天喊着逃
离，却终究无法离开？无非是因
为这些城市或因政策的偏重，
或因基础设施条件使然，成为
了这个国家的“特权城市”，若
从其中逃离，就很难再享受那
些“特权”和机会，这才让想要
逃离的人如此纠结。

在明晰了世界大势后，反
观自身，我们更能理解“逃离北
上广”这句话的真正意味———
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在交
通、能源等硬件方面，北上广与
其他地区的差距正在缩小，但
一说到教育、医疗等“软件”，大
都依然是其他地区难以企及
的。如果再加上户口等管理制
度，这些“软件”就几乎封住了
那些已获得大城市居住权的人
向中小城镇流动的意愿。这就
导致了漂在北上广的年轻人只
能单个“逃离”，却无法集体出
走，于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活力，
被锁死在了有限的几个大城市
之中。

眼下，中国的城市化率如
当年的英美一样超过了50%，
在这个临界点上，出现“逃离北
上广”式的思潮是正常的。问题
的关键在于，怎样正确引导和
利用这些“出逃者”。但愿我们
能通过深化改革，让各地资源
的分配平均化，让那些“逃离北
上广”的年轻人从“逃难者”变
为“播种者”，在新的城市播种
自己的希望，也播种属于他们
的“中国梦”。

逃逃离离大大都都会会，，不不独独属属于于中中国国的的苦苦恼恼
从世界角度重审中国城市化正在发生什么

昱见
遇见历史 预见未来

最近，一篇名为《一枚中科院科研人员的自白：我为什么选择离开》的文章，又在网上带火了一波“逃离北上广”的节节奏。甚至在刚刚结
束的两会上，引起了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家骐的关注。

面对压力与机会并存的“北上广”，是走还是留？这是一代中国年轻人的纠结所在，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遭遇的“成成长的烦恼”。
然而，如果翻开世界城市发展史，比照英美等国的城市化进程，你会发现“逃离北上广”这句口号的流行，体现了中国国正处在一个十分

特殊而又至为关键的十字路口上，而国内眼下大多数指路的意见，其实都没摸准问题的脉门。

竣工于1931年的纽约帝国大厦是美国人口向大城市过分集中的一个迟来的见证，在其兴建的时代，成批的“逃离纽约”者带着建设设这座大都会的经验，奔赴美国西海岸等地兴建一系列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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